修改说明
尊敬的《科技管理研究》编辑部的老师：
您好！
首先感谢外审专家和编辑老师给我们论文修改的机会。我们严格按照修改意见认真仔细地修改了论文。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修改意见：作者在实证研究中，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证模型，审稿人不能对研究结果做出准确评价。

修稿结果：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对实证的结果分析部分进行了认真修改，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本文使用分层多元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实证检验跨界搜寻对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影响机理的依据。修改前后结果对比如下：

修改前：
我们利用SPSS18.0软件，采用分层多元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来检验研究假设。首先，将跨界搜寻作为自变量，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作为因变量，技术复杂性作为调节变量做了分层回归。在回归前对这四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回归方程中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25]，具体结果见表3。
修改后：
从概念模型中可以看出，本文要研究跨界搜寻对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影响机理。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不仅需要检验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对上述影响关系的中介效应，还要验证技术复杂性对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要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但是对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只能用于分析单层数据问题，对于两层或两层以上数据的问题并不适用。而结构方程模型对于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形中，同时检验变量间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结果并不理想，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恰可弥补这些不足。综合以上考虑，本文选取分层多元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作为检验跨界搜寻和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间影响关系的工具。首先，将跨界搜寻作为自变量，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作为因变量，技术复杂性作为调节变量做了分层回归。在回归前对这四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回归方程中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25]，具体结果见表3。
文中文字修改部分用红色字体标出。最后通读全文，对全文文辞做了进一步精炼。

再次感谢外审专家对本文付出的辛勤劳动！顺祝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身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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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搜寻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构建了跨界搜寻通过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影响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的理论模型。利用300份来自我国制造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对所提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跨界搜寻对企业技术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知识获取对企业内部技术知识传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复杂性负向调节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内部技术知识传播对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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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Boundry-Spanning Search on Technological Distinctive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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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earch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the theoretical model is built that how boundry-spanning search impacts technological distinctive competencie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The hypotheses have been empirically tested by using 300 survey data from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undry-spanning sear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distinctive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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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竞争日益激烈和顾客需求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仅仅依靠企业内部技术知识难以满足产品持续、突变性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多企业借助超越组织现有边界和技术知识基础的跨界搜寻模式，积极从外部组织获取创新所需的技术知识，以弥补内部技术知识的不足[1]。跨界搜寻不仅能帮助企业获取新技术知识，还可以通过对它们进行重新诠释、吸收、整合以及重构从而形成技术差异化能力[1]。核心能力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差异化能力作为企业的一种核心能力，其高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2]。

前期研究分析并验证了信息技术[3]、高层对内部技术研发的支持、技术诀窍和吸收能力[4]等对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的积极影响，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和理解技术差异化能力有一定的启示。然而仔细分析这些文献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均从企业内部因素视角展开论述，作为外部因素的重要内容之一---跨界搜寻所起的作用被已有文献所忽略。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跨界搜寻行为不会自动提升技术差异化能力，只有明晰跨界搜寻影响技术差异化能力的过程机制才能提高企业利用外部新技术的效率。基于此，本文以我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搜寻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跨界搜寻通过企业内部和企业间学习从而影响其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微观机理，提出相应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所提出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为我国制造企业借助自身跨界搜寻行为，充分利用外部组织的专业技术知识提升自身技术差异化能力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
2研究设计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跨界搜寻  
跨界搜寻是指企业为快速响应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通过与外部相关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以获取超越企业现有边界的异质性知识和技能的过程[2]。企业跨界搜寻的对象主要包括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行业协会、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以及政府机构等。鉴于供应商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及拥有专业技术知识和技术诀窍的供应商已经成为企业实现技术差异化的理想外部知识源[1][2]，在本文研究中，跨界搜寻的对象特指供应商。对供应商跨界搜寻涉及对其拥有新技术知识的搜寻以及企业如何在已有技术知识和新技术知识间的转换两个方面[5]。Sidhu[6]等在研究对顾客、供应商和地理区域的跨界搜寻与企业技术创新度的关系时发现，在动态性环境中，对供应商的跨界搜寻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度；对顾客的跨界搜寻显著负向影响企业企业技术创新度，而地理区域的跨界搜寻对企业技术创新度影响不明显。Sofka和Grimpe[2]以5000家来自5个欧盟成员国的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专业化搜寻战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科学驱动的搜寻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市场驱动的搜寻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没有相关关系，供应驱动的搜寻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影响效应在3种搜寻战略中对创新绩效的最明显。尽管前期研究表明，对供应商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没有揭示其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理论的黑箱。
（2）技术差异化能力  
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中，技术差异化能力是一个重要构念，它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3]。但是前期研究对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关注度远远不足。仅有Real等[3]在研究信息技术、组织学习和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关系时，提出技术差异化能力是组织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前提，技术差异化能力是指组织通过一系列惯例和程序调动各种科学和技术资源，推动新产品和新生产工艺开发与设计的能力。García-Morales等[4]在Real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技术诀窍、高层支持和吸收能力与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技术差异化能力应该包括：获得最新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能力；创造先进工艺流程的能力；成功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能力；吸引和留住高素质技术人才能力；实现技术差异产品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考虑到本文的研究情境，我们认为技术差异化能力是指组织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惯例和程序以整合和重构内外部技术资源，旨在形成差异化、多样化的技术知识，从而推出差异化产品或服务，以快速响应顾客需求的能力。技术差异化能力是企业动态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有如下特征：第一，确保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成功是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基本功能；第二，技术差异化能力是企业的关键性战略资产，是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第三，技术差异化能力是一种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行为密不可分。
（3）组织学习
组织学习是组织通过获取、解释、整合和利用知识，以改善或重新设计自身行为，提高核心竞争能力，使组织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过程[7]。Liu等[8]在研究关系资本、组织学习和联盟绩效的关系时提出，已有关于组织学习理论的研究中，有些文献侧重于研究企业间的组织学习行为，有些则强调企业内部各业务单位之间学习的重要性。这种对组织学习的研究方式限制了我们对企业间和企业内部学习的相互依存及互动关系的理解。他们认为，研究组织学习行为时应该同时考虑组织内外部学习行为，并用知识获取测度企业间学习行为，用知识传播测度组织内部的学习行为，论证了这两种组织学习行为间的互动关系。和Liu等的观点相类似，张雁和王涛[9]在研究正式化组织结构情境下组织学习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时也指出，应该从企业外部和内部两个视角刻画组织学习行为。企业外部学习主要涉及知识外部获取，而企业内部学习则特指知识在内部不同部门员工之间的传播。本文沿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从知识获取和知识传播两个方面分析组织学习行为，并探讨二者间的相关关系。
2.2研究假设的提出   
（1）跨界搜寻对技术知识获取、技术知识传播和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影响
知识基础理论认为，在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促进了企业间和企业内部的技术知识转移，由此可以产生新的技术知识以建立持续的竞争优势[10][11]。而技术知识获取是技术知识转移必不可少的环节，企业要想获得某种技术知识，首先需要通过各种媒介寻找到合适的技术知识源[12]。因此，在企业产品创新过程中，供应商就成为跨界搜寻理想的技术知识源。对供应商跨界搜寻可以让企业从以下两个方面获取新的技术知识：一是由于供应商自身拥有的专业优势和技术专长，可以直接给企业提供自身不具备的技术知识；二是在对供应商跨界搜寻中，由于双方的互动交流而产生新的技术组合。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与外部组织建立关系能够促进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向企业的流动[5]。而技术知识流动往往需要双方进行频繁地、深层次地互动。这种面对面地交流与沟通有助于企业将内部技术知识和外部获取的技术知识加以整合，形成新的技术组合，从而提高技术差异化能力水平。

技术知识传播是指企业有意识的总结和提炼在供应商跨界搜寻中获得的有关技术方面的知识与诀窍，将其编码化，并通过多种形式传递给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和人员[13]。由于专业技术知识和技术诀窍的缄默性，具有高度个人化、难以形式化、难以与他人共享的特点，因此，其传播过程通常是缓慢和非结构化的，这种传播过程需要组织个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和沟通来完成[13]。对供应商跨界搜寻有助于建构企业和供应商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人员间的人际互动和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借助此平台，双方不同层级和部门人员间可以共享信息、协同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从而增加技术知识在企业内部的传播速度。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跨界搜寻和企业技术知识获取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b：跨界搜寻和企业内部的知识传播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c：跨界搜寻和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2）技术知识获取对技术知识传播和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影响
知识管理理论认为，知识获取是在企业间存在知识差异情况下产生的知识流动现象，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企业外部知识获取和企业内部知识共享。内部知识共享其实质是知识传播过程，旨在企业内部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成员之间通过各种沟通媒介工具和交流方式互相转移知识，包括知识吸收和传递过程[14]。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企业仅仅获取了知识而不进行内部传播，那么这些知识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8][9]。但是，由于技术知识的复杂性、前沿性、专有性和缄默性等会增加转移、转化和利用的困难，高效的外部技术知识获取就显得至关重要。高效地获取外部技术知识会扩大企业现有的技术知识库，激励其立足自身技术知识基础，通过内部吸收和转化，将获得的新技术知识沿着特定方向融入企业既有的技术知识架构中，从而有助于在技术知识维度上生成新的技术知识簇。这些技术知识簇会催生复杂、隐性程度高和不易被模仿的技术诀窍，因此会增强企业的技术差异化能力[9]。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企业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b：企业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差异化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3）技术知识传播对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影响

知识转化螺旋模型指出企业内部成员间技术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传播促进了成员间的相互学习，并成为技术知识社会化的基础[15]。当技术知识从企业一个部门传播到另一个部门时，为企业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新技术知识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机会，促进技术知识的相互碰撞，进而激发企业部门层面技术知识的创造。通过内部知识传播企业还能够系统总结自身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并加强对源自跨界搜寻技术知识的吸收和消化，对现有技术知识结构进行深化和重构，创造出更多新技术知识，给企业带来突破原有技术模式和技术轨道的契机，从而有利于技术差异化能力的构建[16]。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企业内部技术知识传播和技术差异化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4）技术复杂性的调节作用
技术复杂性指特定技术知识所涉及独立技术、人员、惯例以及知识源的个数较多，它是技术自身的一种内在本质[17]。当技术复杂性水平较高时，企业间技术知识转移和内化难度将会增加，从而导致技术知识转移成本的增加[18]。因此技术复杂性会影响技术知识的转移、吸收及转化该种技术知识的能力。因为技术复杂性程度越高，技术知识模糊性存在的可能性越大，越不利于对技术知识进行编码使其显性化，其传播和吸收的难度也越大。同时，复杂性技术知识往往嵌入在企业内部的社会网络中，很难与其组织方式相分离，由此造成的技术知识处理过程的独特性也会影响组织内技术知识传播的有效性[19]。在技术复杂性程度较高时，对企业而言，对供应商跨界搜寻获取的技术知识多以半结构化的形态存在，不易对其编码，企业只有建立高效的培训和指导等技术知识内化机制，否则所获技术知识将很难在企业内部不同部门间、团队间及个人间传播[18]。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技术复杂性负向调节企业技术知识获取对其内部技术知识传播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我们提出本文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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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3.1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收集研究数据。为了确保研究所用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课题组尽量采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被广泛认可的成熟量表。为避免中英文语言上的差异，采用翻译和回译的方法，形成构念测量的初始量表。为保证问卷的质量，我们首先在陕西省内选取了华为、陕鼓、比亚迪等6家典型的制造企业进行了问卷的预调查。根据调查问卷的反馈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征求4名供应链研究领域专家和6名企业新产品开发高级经理的意见，最终形成用于大样本调查的正式问卷。课题组对来自8个省市（陕西、四川、山东、浙江、安徽、江苏、辽宁、山西）的70家制造企业发放问卷650份，最终收回328份，回收率50.5%，剔除数据缺失的问卷28份，最终回收的有效问卷共300份，占总回收问卷的46.2%。样本数据中，部门经理(13.6%)，项目经理(4.7%)，技术管理人员(23.2%)，采购经理(32.7%)，采购人员(25.8%)，其中与供应商打交道较多的技术管理人员、采购经理和采购人员的总和占到了81.7%，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问卷访谈式的调研方法容易产生未响应偏差的问题，我们通过比较响应企业和未响应企业的员工人数、销售额来检验本研究中是否存在未响应偏差[20]。ANOVA的结果显示，响应企业和未响应企业的员工人数、销售额没有显著性差异(F=0.383,p>0.1;F=0.625,p>0.1)，说明本研究中没有未响应偏差的问题。同时，针对同源偏差问题，本文采用哈曼(Harman)单因子检测方法检测同源偏差，具体方法是将问卷所有项目一起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份。在本文中，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份占到的载荷量是 13.776%，并没有占到多数，所以本文中同源偏差的问题并不明显。

3.2构念的测量
我们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参考和借鉴现有研究中比较成熟有效的指标，并根据本文的具体研究特点以及结合调研对象的实际情况设计了构念的测度量表。借鉴Sofka和Grimpe[2]以及Sidhu[6]等的相关研究，我们设计4个题项测度对供应商跨界搜寻。基于Lyles 和Salk[21]以及杨燕和高山行[16]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对企业的访谈，我们设计4个题项测度技术知识获取。根据Gold 等[22]的研究并结合对企业的访谈，我们设计3个题项测度技术知识传播。根据杨燕和高山行[16]、Kim等[17]以及马文聪和朱桂龙[18]的相关研究，我们设计3个题项测度技术复杂性。基于Real等[3]和García-Morales等[4]的相关研究，我们设计5个题项测度技术差异化能力。
根据已有研究结果，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集中度和环境动态性作为控制其他因素对跨界搜寻、组织学习、技术差异化能力三者之间关系影响的变量。用每个企业雇员人数衡量该企业的规模；用每个企业成立的年限衡量该企业年龄；用虚拟变量0和1分别衡量行业集中度的低和高；环境动态性反映市场和技术的快速变化，借鉴Nadkarni 和Narayanan[23]的指标，设计3个题项测度环境动态性。所有构念的测量都采用李克特7级指标测量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具体的测量指标见表 1。

3.3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Cronbach 的值检验量表的信度。一般认为，Cronbach 系数高于0.7 时，即意味着因子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性[24]。由表1可知，所有构念的Cronbach 值均大于0.7，说明构念具有高信度。

在效度检验方面，用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进行构念的效度检验，由表1可知，所有构念的CR均大于0.7，每个测量指标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0.5，所有构念AVE的值均大于0.5，说明所有测量项目均收敛于各对应的构面，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在区分效度检测方面，采用Fornell 和 Larcker[24]提出的检验方法。他们认为如果每个构念平均萃取方差(AVE)的开方值比该构念与其他所有构念的相关系数都大，则其满足区别效度。表2中对角线上的黑体数值就是该构念的AVE，比所在行和列的所有相关性系数的值都大，说明各构念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比如表2中的阴影部分，跨界搜寻AVE开方值是0.851，比所在行和列的所有相关性系数的值都大，表明该构念具备很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本文的量表、 构念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构念及测量指标
	SFL

	跨界搜寻(BSS)（Cronbach’s
[image: image2.wmf]a

=0.872，CR=0.913，AVE=0.724）
	

	1我们非常了解本行业技术和技术发展情况
	0.853

	2我们收集与我们使用同类技术的所有行业的技术信息
	0.878

	3我们密切关注供应商产品创新方面的动向
	0.847

	4我们密切关注供应商生产流程创新方面的动向
	0.825

	技术知识获取(KA)（Cronbach’s
[image: image3.wmf]a

=0.824，CR=0.879，AVE=0.645）
	

	1供应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生产工艺方面的知识
	0.825

	2供应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
	0.794

	3供应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产品设计方面的知识
	0.787

	4供应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产品概念方面的知识
	0.806

	技术知识传播(KD)（Cronbach’s
[image: image4.wmf]a

=0.853，CR=0.881，AVE=0.712）
	

	1企业内部不同职能部门的人员经常在一起工作
	0.831

	2企业内部建立了方便跨部门进行技术知识交换的正式和非正式机制
	0.874

	3企业内部建立了有助于人际间和部门间沟通与合作的氛围
	0.825

	技术复杂性(KC)（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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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CR=0.900，AVE=0.751）
	


	1技术所包含知识和技能的复杂程度
	0.869

	2技术所包含知识和技能的实施难度
	0.872

	3技术所包含知识和技能的新颖性程度
	0.858

	技术差异化能力(TDCs)（Cronbach’s
[image: image6.wmf]a

=0.886，CR=0.933，AVE=0.735）
	

	1我们有获得最新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能力
	0.869

	2我们有创造先进工艺流程的能力        
	0.857

	3我们有成功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能力
	0.843

	4我们有吸引和留住高素质技术人才的能力
	0.821

	5我们有吸收新技术和实现技术差异化产品的能力
	0.896

	环境动态性(ET) (Cronbach’s
[image: image7.wmf]a

=0.855，CR=0.860，AVE=0.671)
	

	1顾客的需求变化非常快
	0.835

	2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行动变化非常快
	0.807

	3我们所处行业的技术变化非常快
	0.816


注：AVE =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SFL = 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 CR = composite reliability
4实证的结果分析

表2显示了本研究中九个构念的描述性统计，包括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跨界搜寻、技术知识获取、技术知识传播、技术复杂性和产技术差异化能力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有必要对各个构念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企业规模
	0.862
	0.673
	1
	
	
	
	
	
	
	
	

	企业年龄
	22.351
	15.264
	0.176**
	1
	
	
	
	
	
	
	

	行业集中度
	3.336
	1.558
	0.227
	0.069
	1
	
	
	
	
	
	

	环境动态性
	1.046
	0.865
	0.015
	0.024
	0.009
	0.819
	
	
	
	
	

	跨界搜寻
	5.412
	1.056
	0.036
	0.053
	0.112
	0.356**
	0.851
	
	
	
	

	技术知识获取
	5.219
	1.102
	0.024
	0.003
	0.003
	0.163*
	0.673***
	0.803
	
	
	

	技术知识传播
	5.321
	0.984
	0.011
	0.001
	0.002
	0.096*
	0.547**
	0.584***
	0.844
	
	

	技术复杂性
	5.427
	0.965
	0.006
	0.004
	0.005
	0.005
	0.269
	-0.235**
	-0.433**
	0.867
	

	技术差异化能力
	5.235
	1.077
	0.013*
	-0.008
	0.175
	0.486**
	0.688***
	0.597***
	0.637***
	0.273*
	0.857


从概念模型中可以看出，本文要研究跨界搜寻对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影响机理。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不仅需要检验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对上述影响关系的中介效应，还要验证技术复杂性对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要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但是对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只能用于分析单层数据问题，对于两层或两层以上数据的问题并不适用。而结构方程模型对于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形中，同时检验变量间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结果并不理想，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恰可弥补这些不足。综合以上考虑，本文选取分层多元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作为检验跨界搜寻和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间影响关系的工具。首先，将跨界搜寻作为自变量，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作为因变量，技术复杂性作为调节变量做了分层回归。在回归前对这四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回归方程中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25]，具体结果见表3。从模型1可以看出，跨界搜寻对技术知识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69***)，故假设1a成立。从模型2和模型3可知，技术知识获取对技术知识传播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52***)，故假设2a成立。跨界搜寻对技术知识传播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24**)，但在模型中加入技术知识获取后，这种影响变得不显著(β=0.162)，说明技术知识获取完全中介了二者的关系，故假设1b不成立。从模型4和模型5可知，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复杂性的乘积项对技术知识传播有显著负向影响(β=-0.386**)，表明技术复杂性负向调节技术知识获取对技术知识传播的直接影响，故假设4成立。
表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1)

	变量类型
	技术知识获取
	技术知识传播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自变量
	
	
	
	
	

	跨界搜寻
	0.569***
	0.324**
	0.162
	0.158
	0.155

	技术知识获取
	
	
	0.552***
	0.549***
	0.547***

	调节变量
	
	
	
	
	

	技术复杂性
	
	
	
	-0.269**
	

	乘积项
	
	
	
	
	

	技术知识获取×技术复杂性
	
	
	
	
	-0.386***

	R2
	0.026
	0.356
	0.403
	0.408
	0.416

	Adjusted R2
	0.018
	0.351
	0.396
	0.401
	0.411

	△R2
	
	0.330
	0.047
	0.005
	0.008

	F
	5.386**
	18.227***
	23.412***
	28.775***
	31.493***

	N
	300
	300
	300
	300
	300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01。
其次，将跨界搜寻、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作为自变量，技术差异化能力作为因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集中度及环境动态性作为控制变量，在对各变量中心化处理后做了分层回归，具体结果见表4。从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可知，跨界搜寻对技术差异化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4**)，但在模型中加入技术知识获取和知识传播后，这种影响变得不显著(β=0.220)，说明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完全中介了二者的关系，故假设1c不成立。技术知识获取对技术差异化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81**)，但在模型中加入技术知识传播后，，这种影响变得不显著(β=0.329)，说明技术知识传播完全中介了二者的关系，故假设2b不成立。技术知识传播对技术差异化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54***)，故假设3成立。表5汇总了本文研究假设的验证结果。
表4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2)

	变量类型
	技术差异化能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常数项
	3.262**
	3.175**
	3.173**
	3.168**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0.082
	0.073
	0.068
	0.057

	企业年龄
	0.076
	0.052
	0.046
	0.049

	行业集中度
	0.033
	0.026
	0.019
	0.015

	环境动态性
	0.435***
	0.433***
	0.429**
	0.426**

	自变量
	
	
	
	

	跨界搜寻
	
	0.314**
	0.225*
	0.220

	技术知识获取
	
	
	0.581***
	0.329

	技术知识传播
	
	
	
	0.654***

	R2
	0.147
	0.399
	0.674
	0.680

	Adjusted R2
	0.135
	0.268
	0.662
	0.669

	△R2
	
	0.252
	0.275
	0.006

	F
	11.374***
	22.527***
	29.482***
	36.136***

	N
	300
	300
	300
	300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01。

   表5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
	预期方向
	是否支持

	H1a
	跨界搜寻→技术知识获取
	0.569***
	+
	是

	H1b
	跨界搜寻→技术知识传播
	0.162
	+
	否

	H1c
	跨界搜寻→技术差异化能力
	0.220
	+
	否

	H2a
	技术知识获取→技术知识传播
	0.552***
	+
	是

	H2b
	技术知识获取→技术差异化能力
	0.329
	+
	否

	H3
	技术知识传播→技术差异化能力
	0.654***
	+
	是

	H4
	技术复杂性对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的调节效应
	-0.386***
	-
	是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01。
5结果讨论、启示与展望

    针对现有研究不足，基于搜寻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较为系统的分析了跨界搜寻对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影响机理，构建了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跨界搜寻与企业技术知识获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跨界搜寻与企业技术知识传播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被技术知识获取完全中介。跨界搜寻与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被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完全中介。这些结论说明，对供应商跨界搜寻是企业外部技术搜寻的有效方式，但企业只有有效地吸收、消化、整合和重构源自供应商跨界搜寻的专业技术知识并创造出新技术知识，才是提高自身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关键。因此，对企业而言，需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双向交流机制，在企业和供应商之间构建跨组织的学习型文化和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促进供应商技术知识转移。同时，加强对内部员工培训，及时更新员工技术知识，提高员工技能，并建立跨部门的沟通机制，保证获取的外部技术知识在内部得到有效传播[26]。

第二，企业技术知识获取与技术知识传播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受技术复杂性负向调节的影响。企业技术知识传播与技术差异化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技术知识获取与技术差异化能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被技术知识传播完全中介。这些结论说明，企业源自供应商的技术知识如果不能很好地在企业内部传播、消化和吸收，就无法真正提高技术差异化能力。同时，所获外部知识在企业内部传播效果受技术复杂性的影响，即知识复杂性程度越低，越容易在企业内部传播。因此，对企业而言，应该让本企业员工与来自供应商不同层面、不同部门的人员间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和交流，并在企业内部建立知识共享机制[27]。企业员工是技术知识的载体，在技术知识流动和技术知识存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提高组织内部的技术知识传播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诸如正式、非正式会议、产品研讨会、师带徒等机制以方便跨部门间的技术知识交换和转移，增加知识传播的效率和效果[28]。这不仅为企业内部创造新技术知识提供了机会，还可以改变和优化企业的技术架构，提高技术差异化能力。
本文研究丰富了搜寻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为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益的参考。当然，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本文是以我国制造行业为研究对象，对其它行业而言，跨界搜寻对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差异，未来可以针对不同行业进行研究，以获取一般性的结论。其次，本文仅考虑了技术复杂性一个调节变量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挖掘其它调节变量，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跨界搜寻联系对技术差异化能力的影响。最后，以横截面数据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忽略了技术知识获取和技术知识传播的动态性特征，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选取企业间持续的新产品开发进行追踪和调查，进一步解释变量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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